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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日本陆军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是由实际使用毒气作战的部队负责人写给上级的

正式报告，是证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毒气战的完整链条“制造———使用命令———战场使用———
受害”的最后环节，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松野诚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在日本《世界》杂志发表了《新资

料揭示日军毒气战———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披露之实态》 （「新資料が語る日本軍毒ガス
戦———迫撃第五大隊『戦闘詳報』に見る実態———」、『世界』第 ９２３ 号、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对黄弹的使

用做了介绍。 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其他相关史料，从迫击第五大队的编制、装备、赤弹的使用情况

等，对迫击第五大队实施的毒气战做了全面考证，为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日本陆军迫击第五大队
《战斗详报》所示毒气战之实态

松野诚也

内容提要　 日中战争时期赴中国战场的毒气战部队迫击第五大队的资料，记载了

１９３８ 年至 １９３９ 年在华中、华北地区展开毒气战的《战斗详报》及战斗经过要图，揭示了迫

击大队实施毒气战的具体实态。 这是首次发现派往中国战场的迫击大队的《战斗详报》
中含有使用毒气战的相关记载。 同时，也揭露了迫击大队的编制、装备的 ９４ 式轻迫击炮

及其使用的毒气弹研究、开发的相关情况。 迫击第五大队分别于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和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经参谋总长下达指示准许使用呕吐性毒剂与糜烂性毒剂后，开始使用赤弹及黄弹。 其

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华北、山西省的使用实例。 首先，证实了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在未得到军司令

部正式许可的情况下，隶属中野支队的迫击第五大队即在实战中断然使用赤弹。 其次，揭
示了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参谋总长指示可使用糜烂性毒剂后，通过相关命令的传达直至 ７ 月实战

中使用黄弹的详细经过与使用时的具体情况。 这是日军资料中发现的地面部队最早使用

黄弹的实例，可以推断同时期其他地面部队也使用了黄弹。 在积累了相关实战经验后，日
军进一步升级毒气战，并于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之后在山西省推行“三光作战”，其中的一环即是

实施包括使用黄弹在内的惨烈的毒气战。
关键词　 迫击第五大队　 战斗详报　 毒气战　 黄弹　 赤弹

１９８３ 年，立教大学文学部教授粟屋宪太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所编

的草案《支那事变中的化学战例证集》（１９４２ 年）①，１９８４ 年，时任中央大学商学部副教授的吉见义

明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制作的缩微胶卷中发现了华中派遣军编写的《进攻武汉期间化学战实施报

４
① 本文中出现的“支那”一词为档案名称或引文原文，为便于读者理解，不作特殊处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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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１９３８ 年）①，从此日本学界开始了对日军毒气战实态的解析。
然而，由于日军的诸多资料在日本战败时已被有组织地销毁，有关日军毒气战部队编写的实战

使用的资料，一直未在日本国内外的资料馆有所发现。 ２０１８ 年笔者发现并入手了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日

中战争爆发后被派往中国的迫击第五大队的 ９ 份资料，具体内容包括该大队的《战斗详报》、战斗

经过要图、毒气战教育相关资料等（现在这批资料均由笔者个人收藏保存）。 由于迫击大队目前仅

在部队史等有所提及②，这些可谓极为珍贵的资料。 尤其是此次确认的由毒气战部队———迫击大

队记录毒气战实态的《战斗详报》尚属首次发现，可谓是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性的新发现。
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战斗详报》记载了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迫击第五大队首次在山西省内使用

糜烂性毒剂（也称作“黄剂”）的事实。 该资料证实了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参谋总长向华北方面军下

达《大陆指第 ４５２ 号》命令在山西省内试用糜烂性毒剂后，最前线部队据此付诸实施。 关于这份《战
斗详报》的发现，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不仅多家日本地方报纸刊发了共同通讯社编发的报道，中国方面也

做了相关报道，引起巨大的反响。 刊登于岩波书店的月刊《世界》第 ９２３ 号（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号）上的拙文

《新资料揭示日军毒气战———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披露之实态》③，也做了内容介绍和分析。
日本陆军的《战斗详报》是参加作战及战斗的部队（如陆军的步兵、炮兵、航空兵为大队以上，其

他兵种为中队以上）为将情况详细报告给上级指挥官编写的，这是他们的义务。 虽然根据时期、部队

略有不同，但基本内容包括战斗前的状况、气象及战场情况、交战兵力、各时期的战斗经过、战斗后的状

况、将来的参考事项、功绩等，最后除附有部队编制表、死伤表、兵器弹药损耗表外，有时还会附上部队接

到命令的副本。 而封面上会标记作战名、作战日期、部队名，右上部分多盖有“军事极密”“极密”的印章。
此次入手的迫击第五大队的《战斗详报》，目录之后的内容与上述结构一致（尤其是死伤表、兵

器弹药损耗表的标题注明是《战斗详报》的附表），但封面被替换成乍看貌似个人记录（图 １）的样

子。 即换成有别于正文的用纸，作战名、日期以毛笔写成，左下部分写着“小队长”“中队长代理”“中
队长”等字样，并用新的细绳重新装订。 此外，正文的开头所写的“战斗详报”四字中，“详报”二字有

的被涂黑了。 由于陆军在战败时曾有组织地销毁文件资料，因此可以推测这些资料不是战后复员时

带回的，而是担任第一中队长的中尉在战时返回日本时，将其做成类似个人记录的样子秘密带回的。
此次得到的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的具体内容如下：
１􀆰 迫击第五大队《封门口附近战斗详报》（１９３８ 年 ６ 月 ２５—２８ 日）
２􀆰 迫击第五大队《垣曲东方地区之战斗详报》（１９３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７ 月 １２ 日）
３􀆰 迫击第五大队《官店村附近之战斗详报》（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１２—２６ 日）
４􀆰 迫击第五大队《大别山突破作战沙窝附近之战斗详报》（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４ 日）
５􀆰 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磨盘山西南侧并吊桥湾东侧及东南侧附近战斗详报》（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２５ 日）

５

①
②

③

粟屋憲太郎、吉見義明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不二出版、１９８９ 年、３０５—３８２、４１５—４９５ 頁。
关于迫击大队的主要部队史及战争体验，依出版时间列举如下：大西勝巳『一兵士の野戦日記』、迫四会、１９７６ 年；迫撃第

十三大隊史編纂委員会編『迫撃第十三大隊史』、迫撃第十三大隊史編纂委員会、１９７０ 年；野村春吉『迫撃砲第五大隊第二中隊従

軍日誌』、私家版、１９８１ 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迫四会大隊史編纂委員会『迫撃第四大隊史』、迫四会本部事務局、１９８５ 年；迫
四会大隊史編纂委員会『野戦の想い出』、迫四会本部事務局、１９８５ 年；堀啓『中国行軍徒歩六五〇〇キロ』、川辺書林、２００５ 年；毛
利隆一『我が「迫撃砲」との五年間———迫撃隊始末記———』、私家版、出版時期不詳、靖国偕行文库藏。 这些资料曾提及赤弹（呕

吐性毒气弹）的使用，但未有使用黄弹（糜烂性毒气弹）的相关记载。 此外，陆军习志野学校史编撰委员会编纂的『陸軍習志野学

校』（陸軍習志野学校史編纂委員会、１９８７ 年）中，有包括迫击大队在内的迫击队相关记载，但对于赤弹及黄弹的实战使用则有意

避而不提。
松野誠也「新資料が語る日本軍毒ガス戦———迫撃第五大隊『戦闘詳報』に見る実態———」、『世界』第 ９２３ 号、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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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修水河及南昌附近之战斗详报》（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２２—３０ 日）
７􀆰 迫击第五大队《晋东作战战斗详报》（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５—２８ 日）
８􀆰 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东北陈附近战斗详报》（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９􀆰 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长子西侧地区之战斗详报》（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８—９ 日）

图 １　 此次笔者得到的迫击第五大队相关资料（浮签为笔者所加）

其中，１—３ 一起装订在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第三小队小队长《昭和 １３ 年自 ６ 月至 ７ 月封门

口及垣曲附近之战斗》册子内（原应为迫击第五大队的《封门口及垣曲附近之战斗详报》）。 ７ 虽然

在替换的封面上用毛笔写的是“晋东会战”，但因参谋本部的记录等里面写的作战名为晋东作战，
所以取“晋东作战战斗详报”为资料名。 ８ 与 ９ 也是装订在一起的。

日本战败后不久，唯恐被追究战争犯罪的日本陆军即有组织地销毁了档案资料。 再加上日军

毒气战的战争犯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东京审判）中被免予追究，真实情形被原陆军的有关人士

巧妙掩盖①，所以迫击大队实施毒气战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例如，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担任第六

陆军技术研究所（负责化学武器的研究与开发）所长、原中将小柳津政雄战后记述称，“支那事变时通

晓化学战的部分将校以敌人顽强抵抗为由，积极建议使用毒气弹，但似乎大本营及现地军队司令官都

没有采纳这一意见。 但 １９３９ 年进攻华中地区的南昌时，特别从陆军习志野学校的职员中选拔指导将

校加入作战部队，尝试进行将极少量毒烟混入无毒烟中进行放射，对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迫击大

队……凭借榴弹活跃于大陆战场”。② 因此，此次发现的迫击第五大队的《战斗详报》等资料，不仅

可以揭示毒气战部队的实态，了解迫击大队的组织和作战行动等，还可以用于日中战争史的研究。

６

①

②

参见松野誠也『日本軍の毒ガス兵器』、凱風社、２００５ 年、２９１—２９６ 頁；松野誠也「資料紹介『毒瓦斯ニ関スル思想統一ニ
関スル件』」、『季刊　 戦争責任研究』第 ８８ 号、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关于在东京审判免除追究日军毒气战罪责的理由，参见吉見義明『毒

ガス戦と日本軍』、岩波書店、２００４ 年、２６１—２７０ 頁。
小柳津政雄『化学戦研究史』１９５６ 年 ９ 月稿（同年 １０ 月厚生省引揚援護局史料室複写）、４７、６９ 頁、常石敬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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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在概述迫击大队及其装备的基础上，兼顾日方既往研究中已阐明的日军实施毒气战的

整体过程，通过分析上述 １—９ 的资料，揭示迫击第五大队实施毒气战的实态。 同时，也将就与此次

《战斗详报》一起入手的迫击第五大队战斗经过要图作一介绍。

一、 关于迫击大队与 ９４ 式轻迫击炮用的毒气弹

首先说明一下迫击大队的概要。 迫击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迫击炮发射毒气弹支援最前线的步

兵部队，具体有迫击联队、迫击大队等。 部队名称不取名“迫击炮联队”或“迫击炮大队”的理由在

于，迫击队并非炮兵部队，而是定位于毒气战部队，因此其成员的培养也都是在负责毒气战教育的

陆军习志野学校内进行的（但到了亚洲太平洋战争末期，增设作为炮兵部队的迫击炮大队，迫击大

队也由炮兵接管）。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卢沟桥事变后，日中全面战争爆发，日本陆军也迅速将毒气战部队派往中国

战场，其中就包括迫击大队。 从日中战争初期昭和天皇对迫击大队的最高统帅命令来看，先是 ７ 月

２７ 日的《临参命第 ６５ 号》命令向华北增派迫击第三大队、迫击第五大队。 之后，８ 月 １５ 日的《临参

命第 ７３ 号》派包括迫击第四大队在内的上海派遣军前往上海。 ９ 月 １１ 日的《临参命第 ９９ 号》又命

令迫击第一大队前往上海。①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负责进攻广东的第二十一军新组建时将迫击第二大队

编入其中，该部队于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受命复员。
迫击大队由大队本部、三个中队（每个中队由三个小队与中队段列组成）、大队段列组成，１９３７

年度陆军动员计划令规定的编制人员为 ９６３ 人（大队本部 ９５ 人、每中队 ２２９ 人、大队段列 １８１ 人）、
军马 ４２９ 头。②

迫击大队的装备方面，根据 １９３７ 年度陆军动员计划令细则，９４ 式轻迫击炮为 ３６ 门（每中队配

备 １２ 门），９４ 式轻迫击炮弹药为每中队 １２００ 发、大队段列 ２１６０ 发，整个大队 ５７６０ 发，此外还配备

３８ 式骑兵枪与 １４ 年式手枪等。 其他装备方面，包括侦查用探测器 １５ 组、物料用探测器 １ 组、一氧

化碳用探测器 １ 组、晒粉（糜烂性毒剂的污染清除剂）４５ 罐、发烟筒 ６０ 个、防毒面具 ５０ 个、防毒服

（防毒衣、防毒裤、防毒手套、防毒靴、包布为一套）５０ 组、防毒罩（用于防护飞机撒播糜烂性毒剂）
１０５０ 个、伤者用防毒面具 ２ 个等。③

迫击第五大队的主要状况如下：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颁布动员令后，８ 月 ５ 日组建完成，１２ 日登陆

大连。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前隶属华北方面军转战华北，同年 １０ 月起转为隶属华中方面军，参加了武汉、
南昌、襄东会战等。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又编入华北方面军的第一军，相继参加了晋东作战、高平作战、春
季晋南作战、晋中作战、陵川作战、中原会战等。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１９４２ 年 １ 月迫击第五大

队转赴南方战场，参加了同年 ２ 月进攻新加坡、３ 月进攻苏门答腊岛的作战，之后移驻帝汶岛，直至

日本战败。
再就迫击大队装备的 ９４ 式轻迫击炮及其弹药作一考察。 ９４ 式轻迫击炮由炮身（无膛线的滑

膛炮身、口径 ９０􀆰 ５ｍｍ、全长 １２７ｃｍ）、炮架（配置了缓冲机，以使发射时产生的后坐力只作用于炮

７

①

②

③

森松俊夫監修·解説『参謀本部臨参命·臨命　 大本営陸軍部大陸命·大陸指総集成』第 ２ 巻、エムティ出版、１９９４ 年、
２２—２７、３３—３５、５２—５４ 頁。

「昭和 １２ 年度陸軍動員計画令、同細則の件（原本付属）」、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７６５８６００、昭和

１２ 年「陸機密大日記第 ２ 冊 １ ／ ３」（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昭和 １２ 年度陸軍動員計画令、同細則ノ件（原本付属）」、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７６５８９００、昭和

１２ 年「陸機密大日記第 ２ 冊 ２ ／ ３」（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身）、脚架、座板、瞄准镜及附属品组成，整体重量约为 １６０ｋｇ（图 ２）。 既可以用辎重车或军马搬运，
也可以拆卸后靠人力进行较短距离的搬运。

发射时，发射药（可装 １ 至 ６ 个药包）装于迫击炮弹的六个尾翼部分，从炮口落入炮身时，迫击

炮弹滑至炮筒底部，触发顶针引爆点火药使发射药爆炸，在压力下射出的迫击炮弹形成一条曲线弹

道，落地击中目标爆炸。 最大射程达 ３８００ｍ，最小射程为 １００ｍ（尾翼未装发射药时的距离），发射速

度最快每分钟约 ２０ 发（大型炮弹每分钟 １４ 发）。① 通过射角（仰角）及发射药量（最大 ６ 包），可以

轻易调整射程，也可实现毒气弹的连续射击，在短时间内造成高浓度的污染地带，因此 ９４ 式轻迫击

炮被视为适用于毒气战的武器。
关于 ９４ 式轻迫击炮使用的弹药，如表 １ 所示，陆军以不同代码表示采用的化学剂毒性，再加上

各物质进行编号。 装填这些物质的毒气弹也用相应的编号指代，如装填了糜烂性毒剂的就称为

“黄弹”。 ９４ 式轻迫击炮使用的主要弹药如表 ２ 所示，其中已确认在实战中使用过的毒气弹有 ９５
式 ９０ｍｍ 黄弹与赤弹（日本陆军使用的名称是 ９５ 式黄弹、９５ 式赤弹，下文将同时标记口径）。

日本陆军自 １９２９ 年起在陆军兵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后改称“东京第二陆军兵工厂忠海制造

所”）制造化学毒剂，并在 １９３７ 年设立的陆军兵工厂曾根兵器制造所（后改称“东京第二陆军兵工

厂曾根制造所”）将其装填于毒气弹的弹体。 据战后陆军省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提交的资料报告，
自 １９３１ 年至战败期间，制造了 ９５ 式 ９０ｍｍ 黄弹 ８７５６６ 枚，９５ 式 ９０ｍｍ 赤弹 ６４３５８０ 枚（合计 ７３１１４６
枚）。② 另外，战后美国军方调查的结果显示，曾根制造所生产的 ９５ 式 ９０ｍｍ 黄弹与赤弹的数量分

别如表 ３ 所示（１９３８—１９４３ 年度），合计为 ７２８５４６ 枚（１９３９、１９４３ 年度的黄弹制造数为零）。

方向环

高低调整柄

炮身（滑膛炮身）

缓冲机

后座部分

座板

脚架

图 ２　 ９４ 式轻迫击炮外观图

资料来源：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ａ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ｍ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 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ａｒ Ｄｅｐ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ａｆｆ，１９４４），笔者藏。

８

①

②

教育総監部「化学戦重要数量表」（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不二出版、
１９９７ 年、８４ 頁。

陸軍省軍務局軍務課「日本化学戦ニ関スル件（有末機関報第三○二号）」（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
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１６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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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９５ 式 ９０ｍｍ 黄弹（上）与 ９５ 式 ９０ｍｍ 赤弹（下）的图纸（剖面图）

资料来源：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資料 ８２ － ３·８２ － ４。

表 １　 日本陆军的化学毒剂

陆军编号 名称 毒性

绿 １ 号（也称作“绿剂”） 苯氯乙酮 催泪性毒剂

绿 ２ 号（也称作“绿剂”） 溴化苄 催泪性毒剂

赤 １ 号（也称作“赤剂”） 二苯氰胂 呕吐性毒剂（喷嚏性毒剂）

黄 １ 号甲（也称作“黄剂”） 德式制造芥子气 糜烂性毒剂

黄 １ 号乙（也称作“黄剂”） 法式制造芥子气 糜烂性毒剂

黄 １ 号丙（也称作“黄剂”） 德式制造防冻芥子气 糜烂性毒剂

黄 ２ 号（也称作“黄剂”） 路易氏气 糜烂性毒剂

蓝 １ 号（也称作“蓝剂”） 光气 窒息性毒剂

白 １ 号 三氯化砷 发烟性毒剂（添加于蓝弹）

茶 １ 号（也称作“茶剂”） 氢氰酸 血液性毒剂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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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９４ 式轻迫击炮的主要弹药

种类 名称 装填的化学剂 炸药量（ｇ） 全弹重量（ｋｇ）

毒气弹

９５ 式赤弹 二苯氰胂 ２３８ｇ ５９５ ５􀆰 ５

９５ 式黄弹 芥子气与路易氏气的等量混合剂 ８５７ｇ １２８ ５􀆰 ４５

试制重蓝弹 光气 ２􀆰 ０８ｋｇ １６０ ８　

试制 ９９ 式重茶弹 氢氰酸 １􀆰 ０２９ｋｇ １６０ ６􀆰 ８４

发烟弹 试制一式发烟弹
六氯乙烷（５０％ ）、氧化锌（２２％ ）、锌粉

（２８％ ）的混合剂 １􀆰 ８ｋｇ
５ ８􀆰 ７３

火焰弹

９４ 式轻迫击炮用试制重

カ弹

火焰剂（二硫化碳 ８５％ 、黄磷 ３０％ 、重油

５％ ）１６００ｇ、橡胶片（小）１６０ 个
１６０ ７􀆰 ５２

９４ 式 轻 迫 击 炮 用 试 制

カ弹
火焰剂（同上）６３８ｇ、橡胶片（小）５０ 个 ８０ ５􀆰 ３７

榴弹

９４ 式榴弹 — １０７２　 ５􀆰 ２６

试制 ９４ 式重榴弹 — ３６８０　 １１􀆰 ２３

二式榴弹 — １０２０　 ４􀆰 ９８

二式重榴弹 — ２２７０　 ７􀆰 ８

试制 ４ 式铸铁榴弹（甲） — ７７６　 ４􀆰 ９

试制 ４ 式铸铁榴弹（乙） — ６６０　 ５􀆰 ３１５

　 　

表 ３　 曾根制造所 ９５ 式 ９０ｍｍ 黄弹与赤弹的生产数量 单位：枚

年度 ９５ 式 ９０ｍｍ 黄弹生产量 ９５ 式 ９０ｍｍ 赤弹生产量

１９３８ １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９３９ — ４０００

１９４０ ４３０００ ９７５８０

１９４１ １７０１４ ３５０００７

１９４２ １３９５２ ９１９９３

１９４３ — ５８０００

合计 ８６９６６ ６４１５８０

　 　 资料来源：吉見義明『毒ガス戦と日本軍』、１５４ 頁。

关于这些毒气弹的结构与杀伤力，９５ 式 ９０ｍｍ 黄弹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撒播糜烂性持久毒物

来杀伤人、马，或是妨碍敌人利用或占据某地点”①，由陆军代号“黄 １ 号”芥子气与“黄 ２ 号”路易

氏气的等量混合剂共 ８５７ｇ 填充而成。 路易氏气是为了降低凝固点而添加的，当与硫磺芥子气等量

混合时，零下 １５ 度以上都不会结冰。 这表明与陆军其他武器一样，毒气武器也是预想对苏作战而

研究、开发的。
糜烂性毒剂在常温下为液体，为使击中目标爆炸后弹体破裂将其散播出去，须在黄弹内填充一

０１

① 陸密第 １１９７ 号制定「九四式軽迫撃砲弾薬九五式きい弾弾薬筒概説」（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粟屋憲太郎、吉見義明編·解

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２０９—２１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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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的炸药（苦味酸）。 黄弹爆炸后，糜烂性毒剂就会变成液滴及气溶胶散播，污染地面的液滴会

渐渐气化而扩散。 由于污染时间持久，日军也将糜烂性毒剂称为“持久剂”。 接触糜烂性毒剂以

后，眼及呼吸器官等的粘膜会受到伤害，皮肤变红后就会剧烈疼痛，同时形成水疱并糜烂。 无法根

治，只能以对症疗法治疗。 日本陆军深知这是一种剧毒，曾指出约 ３􀆰 ５ｇ 芥子气的液滴沾上人的皮

肤，“数小时后会出现症状，数日后致死”，约 ２􀆰 ４ｇ 路易氏气的液滴沾上人的皮肤，“１０ 分钟后会出

现症状，一周后毙命”。①

陆军认为，１ 枚 ９５ 式 ９０ｍｍ 黄弹爆炸时，尽管根据风速及土地的状况有所不同，但爆炸点周边

１００ ㎡以内的散毒量达每平米 １—５ｇ 左右，可以造成该区域内的人、马无法战斗的效果。② 据中国

派遣军化学战教育队的说明，该弹爆炸 １ 枚时，半径约 １０ｍ 之内即遍布糜烂性毒剂。③ 而在裸地上

爆炸时，会生成直径 ９０ｃｍ、深 ６０ｃｍ 的弹坑，对 １ 公顷的区域在 ３ 分钟以内发射 １００ 枚时，爆炸时弹

片的杀伤率为 １８％ ，相当于榴弹杀伤率的约 ２４％ 。④ 而炸药室的弹头部分，制造时有两处用于工

具铆接的切槽，这是陆军毒气弹的外型特征之一（赤弹也同样有两处切槽）。
另一方面，９５ 式 ９０ｍｍ 赤弹填充了陆军代号“赤 １ 号”的二苯氰胂 ２３８ｇ，“主要目的是通过呕吐

性毒剂的飞散和炮弹的爆炸碎片来杀伤人和马”。⑤ 这种化学剂常温下为固体，爆炸时需要通过发

热将其变成微粒进行扩散，因此炸药（８５％ ＴＮＴ 与 １５％ 萘的混合剂）量较多，其结构是在弹体与炸

药室之间填充二苯氰胂，在呕吐性毒剂的威力和爆炸作用下，这种炮弹是兼具破坏力和杀伤力的毒

气榴弹（图 ２）。
赤弹一旦爆炸，产生大量碎片的同时，呕吐性毒剂会形成微粒在大气中四散，随风漂浮。 中国

派遣军化学战教育队称，一枚 ９５ 式 ９０ｍｍ 赤弹爆炸时，会产生高约 ５ｍ、宽约 １０ｍ 的毒烟烟幕。⑥

陆军的记载也称，该弹一枚爆炸时，即使浓度较低也会刺激鼻腔和咽喉，距离下风处 １００ｍ 以上也

须强制要求佩戴防毒面具，而人一旦暴露在毒烟中 １５ 分钟后就会削弱战斗能力⑦，实际上吸入毒

烟后，不仅会陷入极度痛苦状态，还会呕吐，从而丧失战斗力。
然而，二苯氰胂并不是“非致死性”的。 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的化学武器研究员称，二苯氰胂

的毒性匹敌窒息性毒剂的光气，如吸入高浓度的量，呼吸器官就会受到伤害，最终死亡。⑧ 事实上，
在中国战线实施的日本陆军毒气战记录中，就有中国士兵之中因吸入呕吐性毒剂“有口鼻大量出

血，窒息而死者”的记载。⑨

呕吐性毒剂会形成微粒进行扩散，因此防毒面具的滤毒罐只依靠活性炭无法防护，需要有阻断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教育総監部「化学戦重要数量表」（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８２ 頁。
陸密第 １１９７ 号制定「九四式軽迫撃砲弾薬九五式きい弾弾薬筒概説」（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粟屋憲太郎、吉見義明編·解

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２０９—２１０ 頁。
支那派遣軍化学戦教育隊「瓦斯弾射撃ノ参考」（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内藤裕史編·解説『毒ガス戦教育関係資料』、不二出

版、１９９６ 年、１７５—１８９ 頁。
館山海軍砲術学校『化学戦要表甲』、館山海軍砲術学校、１９４５ 年、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史料室藏。
陸密第 １１９７ 号制定「九四式軽迫撃砲弾薬九五式あか弾弾薬筒概説」（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粟屋憲太郎、吉見義明編·解

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２１１—２１２ 頁。
支那派遣軍化学戦教育隊「瓦斯弾射撃ノ参考」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内藤裕史編·解説『毒ガス戦教育関係資料』、

１７７—１７８ 頁。
陸密第 １１９７ 号制定「九四式軽迫撃砲弾薬九五式あか弾弾薬筒概説」（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粟屋憲太郎、吉見義明編·解

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２１１—２１２ 頁。
中村隆寿『化学兵器』、陸軍科学研究所高等官集会所、１９３４ 年、２３４ 頁、松野诚也藏。
教育総監部「事変ノ教訓　 第七号　 化学戦ノ部」 （１９３９ 年）、粟屋憲太郎、吉見義明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

４１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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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特殊滤层。 而未采取这种设计的防毒面具，佩戴者就会接触到通过滤毒罐的呕吐性毒剂。
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日本陆军派遣的野战化学实验部缴获了中国军队的防毒面具，检查后发现其

对于呕吐性毒剂没有防御能力，故判断这种毒剂对中国军队的杀伤力很强。①
此外，９５ 式 ９０ｍｍ 赤弹在裸地爆炸时，会生成直径 ９０ｃｍ、深 ６０ｃｍ 的弹坑，对 １ 公顷的区域在

３ 分钟以内发射 １００ 枚时，爆炸时弹片的杀伤率为 ５７％ ，相当于榴弹杀伤率的约７５％ 。②
日本陆军用于迫击炮的毒气弹，弹头部分除引信以外涂成灰色。 为了区别毒气弹的种类，弹体

的流线部分（最大直径 ９０ｍｍ 的位置至尾翼之前）中央会用珐琅漆涂以带状标志（宽 ２ｃｍ 绕弹体一

圈），颜色与弹头名称保持一致，如黄弹涂以黄色，赤弹涂以红色。

二、 １９３８ 年迫击第五大队在华北的毒气战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于当月先是准许使用催泪剂（绿剂），继
而又分别于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和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允许使用呕吐性毒剂与糜烂性毒剂。 本文讨论的迫击第

五大队的毒气战也是在上述参谋总长指示下达后实施的。 以下就其具体内容进行探讨。
首先来看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反映的 １９３８ 年在华北进行毒气战的实态。
迫击第五大队《封门口附近战斗详报》（１９３８ 年 ６ 月 ２５—２８ 日）、《垣曲东方地区之战斗详报》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７ 月 １２ 日）、《官店村附近之战斗详报》（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１２—２６ 日）这三份资料

都是隶属华北方面军的第一军自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中旬在山西省南部实施“晋南整肃作战”的《战斗详

报》。
在解说这些记载内容前，先简要回顾一下启用呕吐性毒剂的过程。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闲院宫

载仁参谋总长在《大陆指第 １１０ 号》③中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与驻“蒙疆”兵团司

令官莲沼蕃，在对山西省及相邻山区“进行扫荡战”时，“可使用赤筒及轻迫击炮用赤弹”，并要求使

用时“尽量与烟幕混用，严格隐匿使用毒气之事实，注意不得遗留痕迹”。 这是参谋总长首次批准

使用呕吐性毒剂。 该指示中须留意的是，原本交付的赤弹只限于迫击炮用，这表明日军的设想是只

限于迫击大队使用。
在该参谋总长指示的另外一张纸上④，还命令华北方面军交付转自华中方面军的 １５０００ 发轻

迫击炮用赤弹与自本土运送的 ４００００ 个赤筒，向驻“蒙疆”兵团交付自本土运送的 １００００ 个赤筒，同
时要求将赤弹称为“特种发烟弹”，将赤筒称为“特种发烟筒”。

接到参谋总长的指示后，寺内寿一于 ４ 月 ２１ 日向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传达了相同内容

的命令，准许使用赤筒及迫击炮用赤弹。⑤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军准许在“晋南整肃作战”中陷入

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第 １ 野戦化学実験部「捕獲防毒面検定成績ノ概要（其一）（要報第一号）」（１９３７ 年９ 月２１ 日）；「支那軍化学戦装備ノ概

況並ニ対応策（要報第六号）」（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支那軍化学戦ニ関スル観察（要報第七号）」（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粟屋憲太

郎、吉見義明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１８９—２００ 頁。
第 ３ 表「九四式軽迫撃砲射撃効力表」、『化学戦要表甲』。
参謀総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大陆指第百十号」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

Ⅱ』、２５３ 頁。
参謀総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大陸指第百九号」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

Ⅱ』、２５１—２５２ 頁。 《大陆指第 １１０ 号》的其他几页，还装订了《大陆指第 １０９ 号》的部分文件，这可能是参谋本部的人弄错了装订

的位置。
第一軍参謀部「機密作戦日誌」第 １３ 巻（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１６—３０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

２８３—２８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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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战的第二十师团使用赤筒，该师团于 ７ 月 ６ 日至 ７ 日在山西省曲沃附近大规模使用了赤筒。①

据称 ６ 日这天，日军使用了约 ７０００ 个中赤筒，毒烟弥漫了整个中国军队的最前线阵地，日军的最前

线部队几乎毫无损伤一举突破了约 ３０００ 米，但也有部分部队因毒烟逆流，未取得充分“效果”。②

紧接着 ７ 日又在前方约 ３ 公里的地方使用了约 ３０００ 个赤筒。③

第二十师团在战斗初期攻下一个村庄，曾付出受伤三四十人乃至 １００ 人的代价，但使用毒气

后，“紧随特种烟一举攻下”中国军队抵抗的约 １０ 个村庄时仅有不到 １０ 人受伤，“其效果显著”得
到高度评价。 除此以外，也有遭遇毒烟的日军部队因未佩戴防毒面具，或是佩戴方法不正确，出现

了“东倒西歪或是大便失禁者”。④

然而，正如揭示上述经过的吉见义明所指出，第一军司令部当初对于使用呕吐性毒剂有所保

留。⑤ 在第一军参谋长饭田祥二郎少将向前来请求批准使用的军参谋表示了对呕吐性毒剂效果的

疑问，并以各部队将过于依赖毒剂而不进行奋勇战斗、一旦使用事实被发现后的“责任”问题为由

未予批准。 第一军虽然在 ６ 月 １５ 日批准了第二十师团使用赤筒，但除此以外未再批准。
另一方面，对陷入苦战的中野支队（支队长为中野直三少将，主要组成为步兵第二十五旅团、

野炮兵第一〇八联队第二大队、迫击第五大队），７ 月 ５ 日第一军司令部记载称“中野支队方面屡次

申请批准使用赤弹，但军方暂时不予同意，盖因战况不利时滋生依赖于此之恶习不妥，且会给敌人

提供在国际上恶意宣传之资料”。⑥ 同日，下辖中野支队的第一〇八师团（师团长为下元熊弥中

将）得知第二十师团已“指示可全面使用毒烟”后，致电第一军司令部，对中野支队“根据当前的情

况，请求可命该支队随机应变使用毒烟”。 对此，第一军于 ６ 日说明了不准使用赤弹的方针，但就

中野支队携带的约 １０００ 发迫击炮用赤弹，记载称擅自使用的决定应是部队长的责任，但师团方面

也对军司令部不批准使用抱有不满，认为是不近人情之举。 弹药匮乏的中野支队 ７ 月 ８ 日仍然致

电要求允许使用“特种发烟弹”，但未发现资料证明第一军司令部曾就此回电。 而迄今为止的研究

都无法确认中野支队实际是否使用了赤弹。
这种情况下，记录了隶属于中野支队的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行动的，即是上述 ３ 份战斗详报。 以

下分析其内容。
首先，迫击第五大队《封门口附近战斗详报》第一页的标题中，“详报”二字被涂黑了。 这应是

为了隐匿该资料是《战斗详报》在替换封面时所采取的处理措施。 该资料中没有使用过赤弹的记

录，但卷末《迫击第五大队兵器损耗表》中设有“特种弹”一栏。 如上所述，这应是表示迫击第五大

队携带了配备给华北方面军的赤弹。 此外，《迫击第五大队兵器死伤表》与《迫击第五大队兵器损

耗表》均注明是《战斗详报》的附表，也可以佐证本资料就是迫击第五大队的《战斗详报》 （下文的

《战斗详报》在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因此不再赘述）。
其次，迫击第五大队《垣曲东方地区之战斗详报》，是一份显示该大队开始使用赤弹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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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详情可参见吉見義明『毒ガス戦と日本軍』、６２—６５ 頁。
陸軍習志野学校案「支那事変ニ於ケル化学戦例証集」（１９４２ 年）、粟屋憲太郎、吉見義明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

４４４ 頁。
第一軍参謀部「機密作戦日誌」第 １９ 巻（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１—１４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

２９８ 頁。
教育総監部「事変ノ教訓　 第五号　 化学戦ノ部」 （１９３８ 年） 、粟屋憲太郎、吉見義明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

料』 、２９０ 頁。
吉見義明『毒ガス戦と日本軍』、６６ 頁。
第一軍参謀部「機密作戦日誌」第 １９ 巻（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１—１４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

２９６—２９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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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月 ２ 日战斗经过要图》中记载，“１５ 时第一中队先开始试射，之后为呼应最前线步兵的突击进行

猛射”，并记下消耗“特种弹”１２０ 发、榴弹 ２８３ 发。 《７ 月 ３ 日战斗经过要图》中记述消耗“特种弹”
２８ 发、榴弹 ８８ 发。

对于自 ７ 月 ４ 日傍晚转入反攻的中国军队，时任迫击第五大队大队长的幡川錬治少佐命令第

一中队集中射击 ９２４􀆰 ５ 高地西面，通过毒气战成功击退了中国军队，“射击颇为精准，自首弹命中目

标后不断射击，在我方集中射击下目睹敌方被打倒，此时风向、气温都有利于赤弹的气象状况，大队

长当即命令突袭射击赤弹，效果明显，敌人悉数向西面败退”。 当天使用了“特种弹”６４ 发，榴弹

１０６ 发，从这一记述来看，可知特种弹即指赤弹（为行文方便，以下除引文外，皆称“赤弹”）。
接着，７ 月 ６ 日又抓住中国军队试图反攻而集结的时机展开毒气战，“天候气象都适合使用特

种弹，风向也合适，大队长命令发射榴弹后再发射数发特种弹，敌人在遭到我方射击后四散败退”，
该日使用了赤弹 ６ 发、榴弹 １０９ 发。 ７ 日又使用了赤弹 ６ 发、榴弹 ５６ 发，８ 日也使用了赤弹 １ 发、榴
弹 ６１ 发。 在 ７ 日的战斗中，记载称榴弹射击后使用赤弹，“敌方迫击炮完全被我方压制”。

据迫击第五大队《垣曲东方地区之战斗详报》中的《迫击第五大队兵器损耗表》记载，该作战

中，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与第二中队共计使用赤弹 １１３１ 发。 因此，除前文提及的毒气战之外，表
明还有其他使用赤弹的情况。

迫击第五大队《官店村附近之战斗详报》显示，７ 月 １９ 日的战斗中使用了赤弹 １３ 发、榴弹 ７８
发。 该日的战斗要图中也记载使用了赤弹 １３ 发。

由上可知，迫击第五大队《垣曲东方地区之战斗详报》与《官店村附近之战斗详报》表明，中野

支队在未得到第一军司令部正式批准下使用了赤弹。 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第一军内部讨论

中野支队使用赤弹问题之前，就已经于 ７ 月 ２ 日开始使用赤弹了。 而当隶属中野支队的步兵部队陷

入苦战时，迫击第五大队在大队长幡川的命令下使用赤弹，并逐渐熟练掌握其运用。 幡川在 １９３３ 年

陆军习志野学校创设时即兼任练习队的教官，日中战争爆发后，于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编入派往华中的第二

野战化学实验部，１９３８ 年 ６ 月出任第二任迫击第五大队大队长，是知晓毒气战的人。
然而，关于“晋南整肃作战”，当时隶属野战重炮兵第六联队第六中队的原伍长在太原战犯管

理所的供述书（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中，就 ７ 月 ６ 日发生的事称“当天，日军使用窒息性毒瓦斯，违
反了国际法”，并留下了以下证言。

事变发生已经一年，依照现在的情况接下来不知道还要几年。 也无法预计吾等是否能生

还。 不管怎么杀都不投降是因为与住民有联系。 是因为硬要说着宣抚等来纵容。 有着四千年

历史的汉民族会那么轻易的听话吗？ 某个宣抚班成员说要彻底破坏，然后再建设，也许那是真

的。 从此次第二十师团被包围的例子来看，我认为应该更彻底地执行。 看到日军使用毒瓦斯，
我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①

这样的意识成为中国战线进行毒气战的基础。 为了抑制日方损失，军队意识到呕吐性毒剂是

对中国军队非常有威力的兵器，不再抵触使用。 该伍长可能根据吸入呕吐性毒剂后中国士兵的痛

苦反应，认识到使用的是窒息性毒气。
另一方面，借鉴了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前在华北的实战使用经验，日军开始重视指导将呕吐性毒剂与

步兵进行刺刀突击相结合。 在华北地区就赤筒的使用，有资料记载“本特殊烟未出现致死效果，从

４１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 ２ 辑第 ８６ 卷，中华书局 ２０１７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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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吸入烟后立即出现暂时无法战斗的特征来看，发射后即刻发动白刃战，力求彻底发挥效果极为

重要”，“战况上无法进行突击时，有必要以各种猛烈的火力进行痛击”。①

日军开始进行的指导是，呕吐性毒剂没有“致死的效果”，通过使用呕吐性毒剂，不仅要突破中

国军队阵地，突击的日军还需要用刺刀杀戮痛苦的中国士兵，无法顺利突击时也要集中火力用炮击

或枪击进行歼灭。 自同年 ８ 月进攻武汉开始普遍采取这种策略，参加该作战的迫击第五大队对赤

弹的使用也变得日常化，下节将对此进行考察。

三、 １９３８ 年迫击第五大队在华中的毒气战

本节将根据进攻武汉时迫击第五大队记录毒气战的《战斗详报》，即迫击第五大队《大别山突

破作战沙窝附近之战斗详报》（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４ 日）与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磨盘山西南侧并

吊桥湾东侧及东南侧附近战斗详报》（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２５ 日），考察 １９３８ 年在华中地区进行毒气

战的实态。
首先来看一下武汉会战时毒气战的概况。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２ 日，闲院宫参谋总长向华中派遣军司

令官畑俊六大将下达《大陆指第 １２０ 号》②，准许使用催泪筒（绿筒）。 ８ 月 ６ 日，又向华北方面军司

令官寺内与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下达《大陆指第 ２２５ 号》③，指示“尔今可使用赤弹”，“使用时尽量

与烟幕混用，不在街市及第三国人居住地区使用，严格隐匿使用瓦斯之事实，注意不留痕迹”。 ９ 月

１９ 日，闲院宫参谋总长向负责进攻广东的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下达《大陆指第 ２８５
号》④，允许使用赤筒、赤弹、绿筒，并指示“使用时尽量与烟幕混用，尤其不在街市及第三国人居住

地区使用，严格隐匿使用瓦斯之事实，注意不留痕迹”（此后进攻广东时实际还断续使用了呕吐性

毒剂和催泪性毒剂，此处不再详述）。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至 １０ 月进行的武汉会战中，日军各前线部队局部实施了毒气战，相关情况在华中

派遣军司令部的《武汉攻略战期间化学战实施报告》（以下简称“华中派遣军报告”）⑤中已有详述。
该报告附有第二军（丙集团）司令部《武汉攻略战期间化学战实施报告》（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以下

简称“第二军报告”），其中也记载了部署于该军的迫击第五大队实施的毒气战。
根据《华中派遣军报告》，关于毒气战部队，第二军配备了迫击第三大队、迫击第五大队、第二

野战瓦斯队，第十一军配备了迫击第一大队、迫击第四大队、野战瓦斯第五中队、野战瓦斯第十三中

队、野战瓦斯第八小队。 以下考察迫击第五大队隶属的第二军的情况。
据《第二军报告》记载，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下令将迫击第三

大队部署到第十三师团（《二军作命第 ４６５ 号》），９ 月 ２ 日下令将迫击第五大队部署到第十六师团

（《二军作命第 ４７３ 号》）。 而第二军特种班制定的特种烟使用计划中，迫击第三大队“配备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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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考資料特号外　 支那事変兵器蒐録第 ８ 輯（２）」、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４０１０８４４５００、支那事変兵

器蒐録　 第 ６—８ 輯　 昭 １３（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参謀総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大陸指第百二十号」（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２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

Ⅱ』、２５４ 頁。
参謀総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大陸指第二百二十五号」（１９３８ 年 ８ 月 ６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

料Ⅱ』、２５４ 頁。
参謀総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大陸指第二百八十五号」（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

資料Ⅱ』、２５５ 頁。
中支那派遣軍司令部「武漢攻略戦間ニ於ケル化学戦実施報告」（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粟屋憲太郎 ／ 吉見義明編·解説

『毒ガス戦関係資料』、３０５—３８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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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弹”，迫击第五大队“主要配备了瓦斯弹”。
《第二军报告》的附件第二军司令部《化学战教育计划》（１９３８ 年 ８ 月）内，另有一纸写着保密

事项，称“为求保密，沿袭原先将赤筒、赤弹称为特种发烟筒、特种发烟弹的做法，将这些统称为特

种烟”，使用时“适当将发烟筒、绿筒（催泪筒）混用，努力保密”，同时“勿丧失时机，利用效果歼灭

敌人，力求不留下证据”，“特种物资尤其注意不可落入敌手”，使用时“预先宣传敌人使用瓦斯的同

时，如已使用特别宣传成是敌方所为”，可知对隐匿使用事实已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 而第二军司

令官于 ８ 月 １６ 日下令“本次作战期间师团长可适时使用特种烟”（《二军作命第 ４４６ 号》）。
如此在武汉作战中，迫击第五大队也实施了毒气战。 据《第二军报告》记载，９４ 式轻迫击炮特

种发烟弹的使用数量为第十三师团 ６６６ 发、第十六师团 １４０３ 发，但该数字的准确性仍有待考证（前
者应是迫击第三大队使用量，后者应是迫击第五大队使用量）。

根据《第二军报告》的附表第 ７《迫击大队特种发烟弹使用概况一览表》（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１０ 月 ２３ 日）①记载，迫击第五大队在 ５ 次战例中使用了赤弹 ２００ 发，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在 １８ 次

战例中使用了４１３ 发，迫击第五大队第二中队在１３ 次战例中使用了４４３ 发，迫击第五大队第三中队在

３ 次战例中使用了 ３４４ 发（以上共计使用 １４００ 发。 因其间曾被分割成中队部署到最前线，故显示有大

队和中队的使用数）。 另一方面，迫击第三大队第一中队在 ５ 次战例中使用了 ４７９ 发，迫击第三大队

第二中队在 ３ 次战例中使用了 １２４ 发，迫击第三大队第三中队在 １ 次战例中使用了 ４９ 发（以上共计

使用 ６５２ 发）。 由此可见，迫击第五大队是实施毒气战的主体。 《第二军报告》在“特种烟之效果”部分，
评价“迫击特种发烟弹射击”“局部性直接支援了步兵的战斗，尤其对带掩体的机关枪，以小数弹收到适

时压制成效的例子较多，需引起注意，此外还屡次发挥阻止射击、扰乱射击等效果，利于步兵的战斗”。
在上述基础上，接下来具体分析迫击第五大队《大别山突破作战沙窝附近之战斗详报》的内

容。 该资料首页标题“战斗详报”四个字中，“详报”二字也被涂黑。 其内容记载了迫击第五大队自

山西省移动到华中后，８ 月 ２６ 日被编入第二军，９ 月 ３ 日被部署至第十六师团，１０ 月 ２ 日迫击第五

大队主力辖属于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二中队辖属于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经过。 １０ 月 ４ 日的迫击

第五大队命令（《迫击作命第 ３４５ 号》）中，大队射击计划注明通过射击赤弹“压制”岩山附近的中国

军队，可知从一开始使用赤弹就被列入作战计划。
１０ 月 ６ 日的战斗中，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的步兵部队陷入苦战，在中国军队的迫击

炮射击下，报告称“大队长抓住时机，命第三中队……集中射击榴弹、特种弹，完全压制住对方”，当
天使用了赤弹 ９５ 发（第一中队 ８３ 发、第三中队 １２ 发），榴弹 ４０７ 发。 ７ 日的战斗中第一中队又使

用了赤弹 １０ 发、榴弹 ７ 发，８ 日在步兵部队损失不断的情况下又使用了赤弹 ６０ 发（第一中队 ３ 发、
第三中队 ５７ 发）、榴弹 １０８ 发。 ９ 日步兵第三十八联队下令，当第一大队突击时“利用发烟中队的毒

烟，同时 ＬＭ（迫击队）……应压制住敌方 ＬＭ”，在步兵第一大队开始攻击后，“各中队抓住时机开始射

击，以榴弹及特种弹压制敌人”，经过约 １ 小时的激战后占领了中国军队阵地。 当天第一中队使用了

赤弾及榴弹各 ５１ 发。 可知该战斗中，为了攻下坚固的中方阵地，一并使用了“毒烟”（赤筒）与赤弹。
１０ 月 １３ 日迫击第五大队又被编入步兵第三十三联队，１５ 日磨盘山附近的战斗中，在步兵第三

十三联队长提出“扑灭”连日来妨碍日军攻击的中国军队迫击炮的要求下，迫击第五大队实施毒气

６１

① 「迫撃大隊特種発煙弾使用概況一覧表」（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１０ 月 ２３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

資料Ⅱ』。 这份资料收录在『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的别函中，故没有页码。 该表收录于『毒ガス戦関係資料』时，因是从缩微胶卷

打印，部分内容无法辨识。 因此，『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重新收录时，使用了当时新公开的「武漢攻略戦間ニ於ケル化学戦実施報

告」（中支那派遣軍司令部、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原件的复印版。



松野诚也 ／ 日本陆军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所示毒气战之实态

战，“对敌方迫击炮阵地施以榴弹或是赤弹的彻底射击，意欲将其扑灭而进行猛烈发射”，当日使用

了赤弹 １２３ 发、榴弹 １２６ 发。 １７ 日的战斗中，迫击第五大队第二中队使用了赤弹 １９ 发、榴弹 ２４ 发，
田沼小队使用了火焰弹 １０ 发、榴弹 ２５ 发。 火焰弹应是表 ２ 所示轻迫击炮用试制カ弹，一旦爆炸，
就会散布起火的火焰剂和橡胶片。

１９ 日开始的在西山附近的战斗，迫击第五大队第二中队于 １９ 日使用赤弹 ４７ 发、火焰弹 １３
发、榴弹 ２５ 发，接到前线步兵部队提出压制中国军队迫击炮阵地的要求后，２０ 日展开攻击“发射特

种弹压制，目的达到，敌人暂时安静下来”，当日第二中队使用赤弹 １１ 发、火焰弹 ６ 发、榴弹 ４６ 发。
就这样，沙窝附近的毒气战虽然结束，战斗详报的“５􀆰 龃龉过失其他应参考事项”中，描述了“此

次作战期间化学战实施之概况”，其要点归纳如下：１􀆰 未能发射的不良弹较多。 ２􀆰 如气象条件良好，
即使少量赤弹，也“确认具有瓦斯效果”。 ３􀆰 步兵的“成果利用”（指射击赤弹后，立即佩戴防毒面具进

行突击，杀死因痛苦而无法战斗的中国士兵）尚不充分。 ４􀆰 对于身处山地的中国军队，有必要直接命

中或击中上风处目标。 进行山地战时，记载称“单从瓦斯量的角度来看，感到比起使用赤弹，局部使用赤

弹更为容易且有利”，此处前者的“赤弹”应是“赤筒”之误。 这是由于山地区域风向易变，风力较强，即便

用赤筒发射呕吐性毒剂，也有可能无法扩散到中国军队阵地，因此指出射击赤弹更能发挥威力。
迫击第五大队《大别山突破作战沙窝附近之战斗详报》的本文中，赤弹的消耗量合计为 １５８４

发，但卷末的《迫击第五大队兵器损耗表》载有“特种弹”（赤弹）共使用 ７８９ 发。 两者不一致的原因

目前仍不明了，前者的数字或是表示整个大别山突破作战中的使用量。
与迫击第五大队《大别山突破作战沙窝附近之战斗详报》同一时期的还有另一份记录，即迫击

第五大队第二中队所属的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编写的《大别山脉沙窝附近战斗详报》。 其中记载该

联队自 ９ 月 ２１ 日至 １０ 月 ２０ 日，使用赤筒 １５５ 个、催泪筒（绿筒）２４０ 个、山炮赤弹 １０８ 发，下辖的

“迫击炮第二中队”使用了 ５１９ 发迫击炮赤弹。① 其 １０ 月 １１ 日的记载中，称“迫击炮中队一意尽力

扑灭、压制敌方迫击炮，但炮弹不良甚多，未能紧密配合步兵突击，因此敌方迫击炮造成的死伤甚

大，极为遗憾”，具体为 ５６ 发榴弹中 ３４ 发、４４ 发赤弹中 １０ 发未爆炸。
　 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磨盘山西南侧并吊桥湾东侧及东南侧附近战斗详报》是该中队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因迫击第五大队大队长命令，编入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后的战斗记录。
该资料首页标题的“战斗详报”中，“详报”二字也被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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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別山脈沙窩附近戦闘詳報　 自昭和 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昭和 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歩兵第 ３３ 連隊（１）」、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

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１９８２００、支那事変　 戦闘詳報綴　 昭和 １３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大別山脈沙窩附近戦闘詳報　
自昭和 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昭和 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歩兵第 ３３ 連隊（２）」、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１９８３００、支
那事変　 戦闘詳報綴　 昭和 １３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大別山脈沙窩附近戦闘詳報　 自昭和 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昭和 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歩兵第 ３３ 連隊（３）」、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１９８４００、支那事変　 戦闘詳報綴　 昭和 １３ 年（防衛

省防衛研究所）。 「大別山脈沙窩附近戦闘詳報　 自昭和 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昭和 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歩兵第 ３３ 連隊（４）」、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１９８５００、支那事変　 戦闘詳報綴　 昭和 １３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支那事変に於ける
歩兵第 ３３ 連隊隷下部隊戦闘概要（１）」、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１９８６００、支那事変　 戦闘詳報綴　 昭和 １３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支那事変に於ける歩兵第 ３３ 連隊隷下部隊戦闘概要（２）」、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１９８７００、支那事変　 戦闘詳報綴　 昭和 １３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支那事変に於ける歩兵第 ３３ 連隊隷下部隊戦闘

概要（３）」、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１９８８００、支那事変 　 戦闘詳報綴 　 昭和 １３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支那事変に於ける歩兵第 ３３ 連隊隷下部隊戦闘概要（４）」、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１９８９００、支那事変　 戦

闘詳報綴　 昭和 １３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支那事変に於ける歩兵第 ３３ 連隊隷下部隊戦闘概要（５）」、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

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１９９０００、支那事変　 戦闘詳報綴　 昭和 １３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以上战斗详报内的武器损耗表中，每
日的毒气武器使用量与相加后的总量不符，且遗漏了催泪筒的使用量。 因此，此处根据战斗详报记载每天的使用数来计算出各自

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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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卷末的《武器弹药损耗表》中未见赤弹的记载，但附表内有使用量。 据附表第 １《自 １０ 月 １４
日至 １０ 月 １７ 日　 战斗期间射弹表》，１７ 日赤弹的使用量为 ５１ 发。 据附表 ２《自 １０ 月 １７ 日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　 战斗期间射弹表》记载，赤弹的使用量为 １７ 日 １７ 发、１８ 日 ２０ 发、１９ 日 ３９ 发、２０ 日 ２０
发、２１ 日 １３ 发（以上合计 １０９ 发）。 附表 ３《自 １０ 月 ２２ 日至 １０ 月 ２３ 日　 战斗期间射弹表》载，赤
弹的使用量为 ２２ 日 ２９ 发、２３ 日 ３６ 发（以上合计 ６５ 发）。 将上述日期的数值相加，赤弹的总使用

量为 ２２５ 发。 其中，１０ 月 ２１ 日进攻中国军队阵地时，记载称“相信尤其是赤弹对敌军最后主阵地

的威力，使得敌方终于不得不后退”。
迫击第五大队第二中队的士兵也在日记中记述了毒气战的情况。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２１ 日，武汉会战期

间，日记中写道：“为援助步兵攻击，各小队在前方高地各放置一门炮。 开始射击。 野炮也布置在河滩开

始射击。 下午又下雨了。 我望着天空，心想真是场无情的雨啊。 顽强的敌人遭受了特种弹的攻击，据说

性能良好”，可知其关注赤弹的威力。 ９ 月 ２５ 日又写道：“５ 点半将炮分解运送至 １０００ 米高的山地上，列
炮布置。 准备好榴弹赤弹，７ 点半开始射击。 敌方炮兵也猛烈向我军炮兵阵地射击。 １１ 点左右友机通报

发现敌军野战炮阵地，但因无法射击野炮，所以用榴弹、赤弹进行猛烈射击。”①由于山地战中仰角低的

野战炮难以发挥作用，利用曲射弹道可居高临下攻击中国军队阵地的迫击炮，毒气战发挥了威力。
武汉会战结束后的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闲院宫参谋总长向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大将、华中

派遣军司令官畑、华南的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下达《大陆指第 ３４５ 号》②，指示“在中国

各军可使用特种烟（赤筒、赤弹、绿筒），但使用时应尽量避开街市，尤其是第三国人居住地区，注意

与烟幕混用，严格隐匿使用瓦斯之事实，不要留下痕迹”，此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呕吐性毒剂与

催泪剂逐渐普遍，作战与战斗也逐渐依赖毒气进行。 下节继续考察其实态。

四、 １９３９ 年迫击第五大队在华中的毒气战

接下来讨论 １９３９ 年华中地区毒气战的实态。 迫击大队第一中队《修水河及南昌附近之战斗详

报》（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２２—３０ 日）记载了南昌会战一开始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修水渡河作战后，日军开赴

南昌过程中实施的毒气战。
首先回顾一下修水渡河作战中毒气战的概要。 实施该作战的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中将）

在第一〇一师团部署了迫击第三大队、迫击第五大队、野战瓦斯第六中队，在第一〇六师团部署了

迫击第一大队、第二野战瓦斯队。③ 作战开始前，新任迫击第五大队大队长桥诘利龟少佐于 ３ 月 １０
日的命令（《迫作命第 ３８７ 号》）中又另列出《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计划》，命令“以射击榴弹及特种发

烟弹，密切配合”步兵第一四九联队的渡河作战及之后的战斗。④

３ 月 １７ 日，第一〇一师团实施的支流渡河战中，使用了迫击炮赤弾 ２３０ 发、野炮赤弾 ２１０ 发、赤

８１

①
②

③

④

野村春吉『迫撃砲第五大隊第二中隊従軍日誌』、７０—７１ 頁。
参謀総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大陆指第三百四十五号」（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

資料Ⅱ』、２５６—２５７ 頁。
「１４　 修水河渡河戦に於ける特種煙使用概況　 昭和 １４ 年 ７ 月　 呂集団司令部」、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２０５６３００、第 １１ 軍中支那方面作戦経過の概要　 昭和 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１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该资料还

收录于同研究所装订的「修水河渡河戦に於ける特種煙使用概況　 昭和 １４ 年 ７ 月　 呂集団司令部」、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
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２０８４１００、南昌攻略戦作戦経過の概要　 昭和 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別冊　 修水河渡河戦に於ける特種煙使用概況細部計画抜粋　 昭和 １４ 年 ７ 月　 呂集団司令部」、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

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２０５６４００、第 １１ 軍中支那方面作戦経過の概要　 昭和 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１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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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 １０６ 个、催泪筒 ９４ 个。① ３ 月 ２０ 日的修水渡河作战中，傍晚向对岸的中国军队阵地进行赤弹的突

袭射击后，第一〇六师团自 １９ 点 ２０ 分、第一〇一师团自 １９ 点 ４０ 分开始分别大规模发射赤筒，毒烟在

放射开始 ５ 分钟后到达对岸，弥漫了中国军队阵地。 此时毒气武器的使用量如表 ４ 所示极为庞大（此
外还大量使用了发烟筒，此处略去）。 这是日中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毒气战。 第十一军炮兵队使用的赤

弹应是 １５ｃｍ 榴弹炮用赤弹。 另外，迫击炮赤弹的使用量则出自部署在两个师团的迫击大队。
随后，第一〇一师团于 １９ 点 ３０ 分、第一〇六师团于 ２０ 点分别开始渡河，顺利突破中国军队阵

地向南昌方面进攻。 此时遭受大规模呕吐性毒剂攻击的中国第七十六师所处的状况是“敌人发射

毒瓦斯，本师前线部队之将士相继出现中毒者，本师于前方医院死亡者几乎全是中毒患者”，尽管

投入了预备队攻击渡河的日军，但“敌军毒瓦斯极为猛烈，守军陷入极度苦战，不得不撤退”。 日本

第十一军从俘虏中发现中国军队只有部分人戴有防毒面具，且从截获的电报获悉“虽然频繁要求

补给作为攻击物资的瓦斯弹，但并未得到配给”。 就这样，对于既无防护能力也无反击能力的中国

军队，日军单方面使用了毒气武器。

表 ４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修水渡河作战中日军毒气武器使用量

毒气武器种类 第一〇一师团 第一〇六师团 第十一军炮兵队

特种发烟筒（个） ７０１０ １１７２０ —
催泪筒（个） １０５２ １８６０ —

迫击炮特种弹（发） ６１７ ４６２ —
野炮特种弹（发） ２５９ ４１２ —
山炮特种弹（发） １８５ ２７６ —

特种弹（发） — — １７２７

　 　 资料来源：「１４　 修水河渡河戦に於ける特種煙使用概況　 昭和 １４ 年 ７ 月　 呂集団司令部」、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
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２０５６３００、第 １１ 軍中支那方面作戦経過の概要　 昭和 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１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迫击第五大队在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攻打南昌的过程中，使用赤弹的记录可从迫击第五大队

第一中队的《修水河及南昌附近之战斗详报》中找到佐证。 ３ 月 ２４ 日在马路口市附近的战斗中，迫
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使用了赤弹 ２７ 发、榴弹 ６４ 发，虽然中国军队“在本次战斗中巧妙利用堤防不

断顽强抵抗，但在拥有曲射弹道之炮的威力尽情发挥下，被成功突围”，评价称“相信赤弹之集中射

击成效显著”。 之后，３ 月 ２７ 日在临近南昌的赣江渡河作战中，使用了赤弹 ２０ 发、榴弹 ９７ 发，称赞

其“先于其他火炮，支援了步兵的强行渡河，完全发挥了威力，给敌人造成莫大损失，使步兵第一〇

一联队成功率先攻入南昌”。 笔者获得的当日第一中队所作《南昌附近迫击第一中队战斗经过要

图》（收录于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第三小队长《昭和 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西保障附近之战斗》附
册）中，也记载称使用了赤弹 ２０ 发、榴弹 ９７ 发。

此外，笔者入手的迫击第五大队《南昌攻略战迫击第五大队战斗经过要图（自 ３ 月 １７—１８
日）》（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１７—２２ 日）中，记录了在陈家将大炮一字排开射击修水河对岸中国军队阵地的

情况，及渡过修水河后进攻南昌过程中的射击状况。 据该作战经过要图记录的弹药消耗表可知，３
月 １７—２２ 日间使用了赤弹 ５１７ 发（其中 ２０ 日的修水渡河作战使用了 ２４５ 发）。 该资料是夹在迫击

第五大队《修水河及南昌附近之战斗详报》中的一张图，２３ 日之后的战斗经过要图应该也有绘制，

９１

① 「修水河渡河戦に於ける特種煙使用概況 　 昭和 １４ 年 ７ 月 　 呂集団司令部」、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２０８４１００、南昌攻略戦作戦経過の概要　 昭和 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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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次入手的资料中未见。
据参加了修水渡河作战的迫击第五大队第二中队的某士兵阵中日记描述，３ 月 １６ 日已做好在

中方阵前渡河的准备，１７ 日“６ 点左右感觉到空气异样，突然咽喉疼痛，是毒气。 阵地中一片骚乱。
赶紧戴好防毒面具。 因是第一次的毒气，故大家都很紧张。 一会毒气散去才取下面具休息”。 这

应该是第十一军在黄昏使用的赤弹飘出的呕吐性毒剂。 当日另有记载称，“大队为掩护 １４９Ｒ（步
兵第一四九联队）渡河，开始炮击陈家。 中队发出……准备 １２ 发赤弹的命令。 分队是第 ３ 炮”。
３ 月 ２０ 日，第十一军在修水渡河作战中开始大规模使用呕吐性毒剂的阵中日记中，载有“１７ 点开

始的一小时，中队射击榴弹 １００ 发。 雨越下越大。 休息 ４０ 分钟后转为射击赤弹。 因雨势绵延装药

及药筒带有湿气十分困难，但分队的炮都发射顺利”。 ３ 月 ２２ 日的记载称“１６ 点左右攻击搾下龙

关。 一次射击榴弹４ 发、赤弹４ 发。 １８ 点步兵点燃发烟筒突击”。 像这种使用呕吐性毒剂而成功的作

战，３ 月 ２８ 日的阵中日记写道：“早上得到情报称 ２７ 日 ５ 点 ５ 分攻下南昌，陆军部队立即在城内进行

扫荡。 经历了雨、泥考验的攻略战也就此落幕。 ……此次作战主要有赖于火器，及近代立体化学战才

得以成功。 敌人过于自信的抵抗，在我军迅猛的攻击下，未占到丝毫便宜便败退了”。① 可见，迫击第

五大队的士兵并未对赤弹的使用有所抵触，反以“近代立体化学战”击垮中国军队的抵抗为豪。

五、 １９３９ 年迫击第五大队在华北的毒气战

最后来看反映 １９３９ 年在华北实施毒气战实态的《战斗详报》。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在山西省开始使用糜烂性毒剂。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闲院宫参谋总长下达《大陆指第 ４５２ 号》②，向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作出以下指示：

１􀆰 华北方面军在现占领区内作战时可使用黄剂等特种物资，以研究其在作战方面之价值。
２􀆰 上述研究应在下列情况下进行：
（１）必须采取所有措施隐匿事实，特别注意绝对不得伤及第三国人，并对其严格保密。
（２）尽量减少对中国军队以外的平民的伤害。
（３）实施时尽量选择山西省内偏僻地区，以利保密，并限定在便利的局部地区，以达到实

验研究之目的。
（４）不使用飞机撒播。

该指示中须留意的是对“第三国人”即欧美人“绝对不得伤及”，而对当地居民的伤害则是“尽
量减少”。 这表明日本军方认为，使用糜烂性毒剂不仅会对中国军队，也难免会对当地居民造成一

定程度的伤害。
以往研究判断最早使用糜烂性毒剂的例子是在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第三飞行集团于华北投下 ９２ 式

５０ｋｇ 黄弹 ６６ 发，同年 ９ 月投下 １２ 发③，依据的是笔者发现的资料，但具体使用于何处不明。 此前

也未发现参谋总长的指示下达后华北方面军方面的应对及付诸实战使用的相关资料。 此次新发现

０２

①
②

③

野村春吉『迫撃砲第五大隊第二中隊従軍日誌』、１０６、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１ 頁。
参謀総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大陆指第四百五十二号」（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

資料Ⅱ』、２５８ 頁。
第三飛行集団兵器部「北支ニ於ケル航空弾薬消費調査表」（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末調）、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

戦関係資料Ⅱ』、４０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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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迫击第五大队《晋东作战战斗详报》（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５—２８ 日）有助于弥补上述的研究空白。 以下

具体考察其内容。
该资料最初记载了迫击第五大队从华中派遣军转属华北方面军的经过，卷末的命令副本在开

头记录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颁发的《方军作命甲第 ６５９ 号》①，命令迫击

第五大队编入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 将其与命令原件相对照，可知两者完全一致，这也进一步提

高了迫击第五大队《晋东作战战斗详报》作为资料的可信性。
为歼灭山西省东南地区的国民政府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华北方面军直辖的两个师团与第一军

参加了自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至 ８ 月实施的晋东作战。 此次作战中，迫击第五大队部署到步兵第七十七联

队，该联队隶属第一军第二十师团（师团长牛岛实常中将）的步兵第三十九旅团（旅团长关原六少

将）。 迫击第五大队《晋东作战战斗详报》中收录了 ７ 月 ３ 日步兵第七十七联队联队长藤室良辅大

佐的命令《步七七作命第 ７０３ 号》的副本。 为与之前的《大陆指第 ４５２ 号》进行比较，引用如下：

一、本作战期间，旅团在大交镇、张马村之间使用甲号物资，以研究其对作战之价值。
藤室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前提下基于上述主旨进行研究，甲号研究相关应严守另纸第一

内注意事项。
二、各大队按每步枪中队编成中队长以下十名的发烟班，按照配置需要，应由大队长直辖。
三、以下甲号物资按照另纸第二分配。

步七七作命第 ７０３ 号另纸第一

甲号研究伴生的各注意事项：

一、本研究相关命令、通报、报告等统称为“甲号”，隐匿内容的同时，其重要文件应由联系

人托运，努力防止泄露机密。
二、应采取万全措施隐匿使用甲号之事实，因此须极力减少对中国军队之外的平民之伤

害，特别注意绝对不得伤及第三国人，并须对其严格保密使用之事实。
三、不允许对甲号使用之状况及其效果、敌人使用瓦斯相关物资进行摄影。
四、关于使用甲号，应报告如下事项（报告用纸将于日后交付）：
１􀆰 战斗地名及战斗年月日

２􀆰 使用时间、天候、气象

３􀆰 使用目的及甲号物资集中射击情况

４􀆰 使用物资之种类及数量

５􀆰 战斗经过之概要（战斗前之态势、使用后战斗经过、成果之利用）
６􀆰 敌我损失之概数，尤其敌方死伤者之状态

７􀆰 关于效果之所见

８􀆰 关于各种物资之意见及其他

该命令中，“甲号”秘密指代的就是包含糜烂性毒剂在内的毒气武器（“甲号”中包括糜烂性毒

１２

① 「北支那方面軍命令　 方軍作命甲第 ６５２ 号　 ５ 月 ２４ 日　 北京方面軍司令部他」、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６２７７００、方軍作命綴　 昭和 １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该资料是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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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一事将在下文论及）。 另纸第二中指定分配防护物资（轻防毒面具、对人清除污染的消毒包等）
里未有黄弹的记载。 其原因应是迫击第五大队已携带黄弹，没有必要再行交付外，步兵第七十七联

队下辖的其他部队也没有使用黄弹的计划。 而防护物资的配给也证明日军将士预先已采取了针对

糜烂性毒剂的防护措施。
对比《大陆指第 ４５２ 号》与《步七七作命第 ７０３ 号》可以发现，两者在内容上十分相似，且都强

烈认识到违反国际法的问题而对隐匿使用事实达到过敏反应的程度，同时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一
方面强调“绝对不可”伤及欧美人，另一方面“极力”减少对中国当地居民的伤害。 换言之，《步七七

作命第 ７０３ 号》是《大陆指第 ４５２ 号》传达到基层前线部队的结果。
此次通过确认该命令存在，可知传令系统如下：１􀆰 ５ 月 １３ 日的《大陆指第 ４５２ 号》向华北方面

军司令下达后，２􀆰 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向第一军司令，３􀆰 由第一军司令向第二十师团师团长，４􀆰 由

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向步兵第三十九旅团旅团长，５􀆰 由步兵第三十九旅团旅团长向步兵第七十七联

队联队长依次下达使用糜烂性毒剂的命令，最后，步兵第七十七联队联队长根据步兵第三十九旅旅

团长的命令，向所辖部队发出《步七七作命第 ７０３ 号》（７ 月 ３ 日）命令。 但目前还未发现第 ２—５ 项

的命令，可能现在已不存在。 但《大陆指第 ４５２ 号》附有《化学战实施要领》等，列出了类似“步七七

作命第 ７０３ 号另纸第一”所列的详细的注意事项，应是与上述的传令系统同时传达的。
进一步调查现存的资料，可以发现有一份华北方面军司令杉山元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签发的命

令《方军作命第 ６７１ 号》。① 分别命令一名中佐和一名曹长“应援助第一军内的甲号研究”，预定为

期大概 １０ 天，同时还命令第一军司令官梅津“关于实施甲号研究，应对上述将校作如下对待”，即
第一军司令官受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委任，对两名将校进行指挥与指导。 该命令表明《大陆指第 ４５２
号》颁布后，华北方面军内部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实战使用的准备工作。 而糜烂性毒剂的使用，即始

于下述的 ７ 月，这在时间顺序上也是相吻合的。
接下来通过迫击第五大队《晋东作战战斗详报》的相关记载分析实战使用的情况。 ７ 月 ３ 日，

步兵第七十七联队与迫击第五大队根据当日收到的《步七七作命第 ７０３ 号》命令，决定自 ７ 月 ６ 日

至 ８ 日使用“甲号物资”的方针，迫击第五大队大队长桥诘发出命令，分别由第一中队携带榴弹 ３７０
发、赤弹 ２６０ 发、火焰弹 ２０ 发、黄弹 １００ 发，负责补给炮弹的大队段列携带榴弹 １００ 发、黄弹 １００ 发

（《迫五作命第 ４５９ 号》）。
７ 月 ６ 日，迫击第五大队展开了毒气战。 记载称“敌军利用我军射击的间歇，令人憎恶地利用

掩体进行机关枪乱扫。 大队长以射击特种弹予以压制，有利地协助了（步兵第七十七联队）第一大

队的攻击”。 当日使用的 ３１ 发特种弹为赤弹。 因 ７ 日记载中国军队“溃败”，前线步兵进入，这应

是为避免伤及日军自己失去了原定使用黄弹的机会，此时只是使用了赤弹。
日军迎来使用黄弹的机会，是在董封镇的南方高地进攻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时。 迫击第五大

队 ７ 月 １７ 日命令使用弹药的标准定为榴弹 ８０ 发、赤弹 ７０ 发、黄弹 ３０ 发（《迫五作命第 ４６５ 号》），
当日第一中队使用了榴弹 ７８ 发、赤弹 ６０ 发、黄弹 ２８ 发。 据称当时的情况为“发现了疑似敌山炮阵

地，猛射特种弹”，“得知敌军利用浓雾，将放置的炮分解搬送仍在附近抵抗后，大队抓住机会向各

处猛射，鉴于郑家庄西南方封闭曲线高地北斜面方向仍顽强抵抗我军攻入阵地，遂猛射黄弹，秘密

协助前线步兵的进攻，１４ 点 ４０ 分左右一时中止射击”。
另据笔者入手的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马家山附近第一中队战斗经过要图》（收录于迫击第

２２

① 「北支那方面軍命令　 方軍作命甲第 ６７１ 号　 ６ 月 １１ 日　 北京方面軍司令部他」、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６２７８００、方軍作命綴　 昭和 １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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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队第一中队第三小队长《昭和 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西保障附近之战斗》附册），详细地图示了战

斗状况，在岩山村及其周边区域使用了黄弹 ２８ 发、赤弹 ６０ 发、榴弹 ７８ 发，步兵部队分布在不会遭

受毒害的临界点（图 ４）。 村庄则遭受了糜烂性毒剂的污染。

图 ４　 表示 ７ 月 １７ 日毒气战的迫击第五 图 ５　 ７ 月 １８ 日毒气战的迫击第五大队

大队第一中队《马家山附近第一中 第一中队《双栯附近第一中队战斗经

队战斗经过要图》（笔者藏）。 图中 过要图》（笔者藏）。
“ＬＭ”表示迫击队，“１ＬＭ”即指第

一中队， 指迫击炮。

如此，迫击第五大队实施的毒气战结束。 前文所述的“步七七作命第 ７０３ 号另纸第一”中称还

编写了毒气战实施报告，但未附在资料内，有可能是另外写成后报告给了上级司令部。 不过，通过

“６􀆰 龃龉、过失、其他可作将来参考之事项”内的相关记载，也可以窥知其内容。
第一中队 １８ 日也使用了黄弹 ２０ 发、赤弹 １６０ 发、榴弹 １６４ 发。 当时的情况是“敌迫击炮射击

自岩山村部落方向而来，立即以榴弹、黄弹予以压制”。 笔者入手的当日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

《双栯附近第一中队战斗经过要图》（收录于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第三小队小队长《昭和 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西保障附近之战斗》附册）也记载称，向位于岩山村及其周围山地的中国军队使用了

榴弹 １６４ 发、赤弹 １４０ 发、黄弹 ２０ 发（图 ５）。 此处记载的赤弹使用量有所差异，因第一中队绘制的

战斗经过要图标明使用了 １４０ 发，如是 １６０ 发则与后述兵器损耗表中所记的赤弹使用总数不符，可
判断战斗详报本文的记载有误，正确数字应为 １４０ 发。

也就是说，在记载中记录了赤弹的使用：“如此次作战，对利用山岳地带的死角、据守坚固阵地

的敌人，迫击炮的效果颇为显著，可见特种弹（赤弹）的射击不可或缺”。 而在“此次作战期间甲号

物资使用之概况”中，记载称“本大队使用黄弹，此次战斗为首次，两个中队（火炮 １２ 门）使用时，并
非适合敌情的最佳时机，但射击 ４８ 发，推测效果甚大，但天候处于雨季，各种情况难称良好，预计天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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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晋东作战战斗详报》所载关于毒气战的评价　 　 　 图 ７　 《晋东作战战斗详报》卷末之《迫击

第五大队兵器损耗表》
自上顺数第 ２ 栏消费数所记为赤弹

２３１ 发，第 ３ 栏为黄弹 ４８ 发。 该表的标

题为《战斗详报第 １８ 号》，表明该资料

是迫击第五大队的《战斗详报》。

候气象等各种条件俱佳时效果当更显著”，可见迫击第五大队对首次用于实战的黄弹威力给予了

很高评价（图 ６）。 由该记述可知“甲号物资”中包含黄弹，即糜烂性毒剂）。 因此，推测迫击第五大

队在毒气战实施报告中也作出了同样的记载。 而卷末附加的兵器损耗表中，记载第一中队“消耗”
了赤弹 ２３１ 发、黄弹 ４８ 发（图 ７）。

须指出的是，“甲号物资”在其他战斗详报中也有出现。 例如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在山西省实施的第

２ 期高平作战时，隶属于第三十六师团的步兵第二二四联队在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 ８ 日的各项注意中指

出，“关于此次作战使用甲号物资，应注意防范间谍、告知士兵命中区域以避免受伤、依照其他指示

提出研究资料”，其下辖的迫击第五大队自 １ 月 １１ 日至 １６ 日使用了迫击炮赤弹 １３ 发。① 与此同

时，区别行动的该联队第 ２ 大队在该作战中，使用了“ト菊”５３ 发、山炮“ハ松弹”３５ 发、山炮赤弹 ２５
发②，其中“ト菊”与“ハ松弹”应是毒气武器。③

４２

①

②

③

「第 ２ 節　 作戦準備」、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２８６３００、歩兵第 ２２４ 連隊　 高平作戦第 ２ 期戦闘詳報

　 昭和 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昭和 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附表第３—第６　 か支隊死傷表他」、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
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２８６７００、歩兵第２２４ 連隊　 高平作戦第２ 期戦闘詳報　 昭和１５ 年 １ 月５ 日—昭和 １５ 年１ 月８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附表第２—第５　 左縦隊死傷表他」、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３００８００、歩兵第２２４ 連隊第２ 大隊　
高平第 ２ 期作戦戦闘詳報　 昭和 １５ 年 １ 月 １１ 日—昭和 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陆军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为隐匿事实，将毒气武器用“イ·ロ·ハ·ニ·ト”与松、竹、梅、菊相组合的符号来表示。 イロハ符号

与松、竹等符号之中的一种应表示武器（毒气弹及有毒发烟筒）或化学剂的种类，其中可确认“イ竹”弹是迫击炮用黄弹（参见吉見

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解说 ４２ 頁）。 至于其他符号的代指，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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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隶属于山炮兵第三十六联队的部队在高平作战的教训中指出，中国军队“通过地形工事

修筑了相当坚固之阵地……对位于前进路线的工事部落使用榴弹及甲号物资（あ）、前进路线以外

区域则使用甲号物资（き）为上策”，就携带弹药的数量记载称“榴弹甲号物资大约相同数量，由中

队内各分队分别携带（き）或者（あ），不要将各种甲号物资混合携带”。① 由此可见，“甲号物资”是
毒气武器的秘密代称，“（あ）”指赤弹，“（き）”指黄弹，有可能在高平作战中也投入了使用。

最后剩下的两份战斗详报也记录了山西省内的战斗。 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东北陈附近战

斗详报》（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１３ 日）记载，该部队隶属于第二十师团步兵第八十联队第三大队，在山西省

长子附近的战斗中使用赤弹 ３２ 发、榴弹 ３８ 发、火焰弹 ４ 发。 第三大队大队长于 ９ 月 １２ 日向迫击

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下达“压制”李家庄与东城村内中国军队的命令（《步三作命第 ８４５ 号》），据《东
北陈附近迫击第一中队战斗经过要图》的攻击区分表显示，９ 月 １３ 日的第 ４ 次攻击中，对东城村使

用赤弹 ２０ 发，第 ５ 次攻击中，对李家庄使用赤弹 １２ 发（其他还使用了榴弹 ４ 发、火焰弹 １ 发）。 该

资料首页的“战斗详报”中，“详报”二字与部队名（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也被涂黑。
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长子西侧地区之战斗详报》（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８—９ 日）记载，该部队隶属

步兵第八十联队第三大队，在击退旨在夺回长子县的中国军队的战斗中于 １０ 月 ９ 日使用了赤弹

５２ 发（其他还使用了榴弹 ９ 发、火焰弹 １ 发）。
这份战斗详报中不可忽视的是，迫击第五大队大队长桥诘 １０ 月 ６ 日接到命令（《迫作命甲第

５０７ 号》），在跟随岩切部队（步兵第八十联队，联队长岩切秀大佐）出动时指定了携带的弹药。 同

日的《出动时各队弹药携带区分表》中，关于毒气弹一项，指定第一中队为赤弹 ４０ 发，第二中队为

赤弹 １４０ 发，大队段列为赤弹 １００ 发，黄弹 ８０ 发。 补给炮弹的大队段列携带黄弹，意味着已做好准

备，视具体状况可加以使用。 该表还注明迫击第五大队携带了“イ松”弹 ８０ 发、“イ梅”弹 １４０ 发，
这些应该也是毒气弹。 据卷末的《武器弹药损耗表》载，自 １０ 月 ８ 日至 ９ 日，使用了赤弹 ４５ 发。 该

资料首页的“战斗详报”四个字里，“详报”二字同样被涂黑。

结　 语

以上就迫击第五大队的《战斗详报》进行了分析，这些内容如实地呈现了日军毒气战部队实施

毒气战的实态。 这些资料确认了经参谋总长指示，１９３８ 年 ４ 月呕吐性毒剂、１９３９ 年 ５ 月糜烂性毒

剂分别被批准使用后，迫击第五大队开始使用赤弹、黄弹的事实，这与以往日方的资料也是一致的。
本文所探讨的迫击第五大队的资料，再次证实了日军的毒气战是有组织地进行的。

在根据日军资料开展的既往研究的关联性方面，此次笔者获得的资料中有两点新发现值得

注意。
第一，揭示了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第一军还对使用毒气武器有所犹豫的情况下，隶属中野支队的迫击

第五大队未得军司令部正式批准即在实战中使用赤弹的事实。 这应是由于中方的顽强抵抗，面临

不断苦战弹药匮乏的状况，中野支队将使用赤弹作为了最后的手段。
第二，根据迫击第五大队《晋东作战战斗详报》、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马家山附近第一中队

战斗经过要图》与《双栯附近第一中队战斗经过要图》，首次揭示了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使用糜烂性

５２

① 「高平作戦に於て得たる教訓 　 昭和 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藤山部隊市來部隊」、 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１５３７２００、高平作戦に於て得たる教訓　 昭和 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当时的山炮兵第三十六联队联队长

是藤山朝章大佐。 山炮兵第三十六联队同样隶属于第三十六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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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剂的指示经参谋总长命令传达到基层的前线部队，再根据具体的作战命令实际付诸使用的经过。
由此及现有的日军资料可知，中国战场实战使用糜烂性毒剂始于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同时期其他部队应

也开始使用。 事实上据称“１９３９ 年夏第二十六师团在山西省沁河地区的晋东作战中，让野炮联队

长（桥本博光中佐）试用了瓦斯弹（黄弹）。 还派出了研究员小柳津政雄大佐、长野四郎中佐等”
（此处所称第二十六师团有误，原少将桥本博光当时所率的野炮兵第二十六联队隶属第二十师

团）。① 原中将小柳津政雄先后任关东军化学部部长、第六陆军技术研究所（负责研究、开发毒气武

器）所长，因此应是为对野炮兵联队使用黄弹进行技术性指导而派出的。 这与前述第三飞行集团

使用糜烂性毒剂的时期相重合，可能航空部队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委开始使用。
迫击第五大队《晋东作战战斗详报》的记载显示，上至起草参谋总长指示的参谋本部第二课（作

战课），下至前线部队，几乎都认为只要使用糜烂性毒剂不被欧美各国发现，即便违反禁止使用毒气武

器的国际法也没关系；除了中国军队，当地居民遭受伤害一定程度上在所难免。 这一认识一以贯之，
也正是基于这种方针，毒气战才得以有组织地推行，这一点不容忽视。 此外，认识到山岳地带使用赤弹

不可或缺，迫击第五大队最初在晋东作战时使用黄弹，对于当时连防毒面具都未充分配备的中国军队效

果奇佳，得到好评。 这些实战测试的评价被报告给上级机关，也与之后糜烂性毒剂的进一步使用有关。
事实上，闲院宫参谋总长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华南方面军

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下达《大陆指第 ６９９ 号》②，指示“可使用特种烟及特种弹”，这是准许在实战

中全面使用包括糜烂性毒剂在内的毒气武器（但用飞机播洒糜烂性毒剂除外）。 由此，日军在中国

战场展开的毒气战进一步升级，正如吉见义明所指出，１９４０ 年 ８ 月底开始的晋中作战，日军下达

“三光作战”命令，要求对认为与游击战八路军有关的“敌意村庄”进行“焚烧破坏”，对“敌人及伪

装成当地居民的敌人”及“认为居民中有敌意的 １５ 岁至 ６０ 岁的男子”③进行“杀戮”，且实施过程

中也使用了糜烂性毒剂。④ 本文介绍的包括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在内的 １７ 份重要资料，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在日本出版（原件的复印版）。⑤ 如需确认原始资料，敬请查阅该资料集。 另外，
上述资料集中未能收录有关迫击第五大队毒气战教育的资料，希望今后有其他机会出版。 笔者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０ 年曾在山西省实地考察日军实施毒气战的村庄⑥，也期待今后有机会前往迫击第五

大队《战斗详报》中记载的实施毒气战的村庄进行考察。
本文分析的资料自完成迄今已历经约 ８０ 年，其中记载的实态终于昭然于世，这再次表明身处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砲兵沿革史刊行会編『砲兵沿革史』第 ２ 巻上（第 ２ 編）戦法、戦技及び其の教育第 １ 部野戦砲兵、偕行社、１９６２ 年、３５９
頁。 该刊物的序文由原少将桥本博光执笔。

参謀総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大陆指第六百九十九号」（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

資料Ⅱ』、２６０ 頁。 参谋总长要求将用飞机撒播这种糜烂性毒剂特有的攻击法除外的指示，意味着以其他方法（如射击黄弹、野战

瓦斯队将糜烂性毒剂撒播在地面、飞机投下黄弹等）使用糜烂性毒剂没有问题。 此外，该指示甚至可能许可使用窒息剂及血液剂，
但目前还未发现在中国战场的实战中付诸使用的相关日军资料。

独立混成第四旅団「第一期晋中作戦戦闘詳報」（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１—１８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

料Ⅱ』、３６５—３６７ 頁。
关于晋中作战时黄弹的使用，参照歩兵第二百二十四連隊第二大隊「晋中第一期作戦戦闘詳報」（１９４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９

月 １５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３５７—３６４ 頁）。 之后，歩兵第二二四連隊堀江集成大隊「白羊河及

柳樹口付近ノ戦闘詳報」（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２１ 日、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３６８ 頁）中也有使用黄弹

的相关记录。 关于晋中作战时的“三光作战”与毒气战，参见吉見義明『毒ガス戦と日本軍』、１２０—１２４ 頁。 此外，关于日军在山西

省内的毒气战，参见松野誠也「日本軍の資料から見た山西省における化学戦」、粟屋憲太郎編『中国山西省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毒

ガス戦』、大月書店、２００２ 年、２１—６２ 頁。
松野誠也編·解説『迫撃第五大隊毒ガス戦関係資料』、不二出版、２０１９ 年。
山西省实地调查的报告，参见粟屋憲太郎編『中国山西省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毒ガス戦』。



松野诚也 ／ 日本陆军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所示毒气战之实态

现代的我们未知的历史事实与战争实态依然存在。 今后也有必要继续发掘新资料，推动解明毒气

战的实态。
最后就发掘新资料谨提出笔者的愿望，今后希望对日中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俘获、或是

战争结束时扣押的日军资料及日军将士的从军日记进行分析，这些资料在日本几乎不为人知。 中

国的历史学者如果知晓上述被俘获、扣押的日军资料及从军日记的存在及藏所，无论记载中是否有

关毒气战，还请不吝赐教。 笔者希望结合现有的历史资料详细分析，在实证性和多元性方面深化日

中战争史研究，同时期盼诸位的协助。 谨以笔者的冒昧之请作结，并冀望今后发掘更多新资料，推
动日中战争的相关研究更上一层楼。

〔作者松野诚也，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特别非营利活动法人科学史技术

史研究所研究员；译者薛轶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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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报告（战前篇）：
中日战争何以爆发》出版

汪朝光、于铁军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出版，２９． １ 万字，１１８ 元

２０１６ 年，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和日本笹川和平财团本着“牢记历史、面向未

来”的原则，共同启动“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中日有识者的战略对话”研究

项目。 本书为该项目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汇编。
本书的研究主题，区别于此前学术界围绕近现代中日关系已经进行的一些国际

共同研究和中日共同研究，将重点聚焦于双方对中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与原因的认识，
即关注点不再是一些具体的史实，而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应对西方冲击而被迫开

国之后所做出的不同应对，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两国国际秩序观的冲突，中日之间的经

济和文化关系对两国冲突酝酿和升级的影响，中日战争从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

的国内决策过程及其国际背景等一些更为宏观、更具理论性的问题。 全书计有中方

学者执笔的七篇文章和日方学者执笔的八篇文章，采取中日双方学者就相同主题分

别执笔的形式。
中日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共同研讨与联手打造的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将进一步加

深我们对中日战争爆发之原因及背景的认识，对于全面把握中日两国走向战争的原

因、深入理解国际关系中有关战争与和平的一般理论，以及思考当今和未来的中日关

系，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赵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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